
现实的历史中包含着合理的必然 

——读铃江言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所感 

赵京（知性与人格改进运动助理）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了，北京政府

最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的第一条，靠强权来维持这个“立国之

本”。不过，二十年前，面对随处可见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牌却没有多少人感到过抗拒，对此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的口号，“历史的必然”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再往前推二

十年，连白宫政府（杜勒斯）也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无所适从呢！但如果我再往前推二十多年，

面对北伐胜利，国民党一统天下大业告成的一九三零年，会有人科学、实证地研究出世界战争在中

国的利益冲突的展开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必然胜利吗？ 

 

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五日（十五年以后的这一天成为日本投降日），铃江言一（1894-1945 年）在其

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975 年阪谷芳直校订版，平凡社东洋文库 272 号、275 号两册）

序言中开宗明义道：“两年半前（1927 年）在广东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农民最近又占

据了长沙，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扑将而去，不久即夺回了长沙，取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夺回

长沙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为什么呢？/能够在此历史开头完成此书，感到无尚欣慰。”“无

论怎样，毕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特别的国家秩序，被欧洲资本主义的到来突然搅乱了。/欧洲

资本主义集中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原始的殖民地剥夺，他们把商品和资本用军舰搬运而来，把原材

料抢掠而归，中国的所有统治阶级都成了他们的工具——买办。/当中国的富豪收刮起农民的贡纳

品终于戴上“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资本家）帽子的时候，中国已经被鲜明地按上了“半殖民

地”的烙印：中国的重要海岸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河川成了他们的私产，矿山、铁道等基础

产业被置于他们支配之下，关税也由他们管理，他们还君临于银行的财政。总之，他们在中国的绝

对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已经被不可动摇地规定下来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铃江明确地宣告：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历史前提，清朝的专制主义政治崩溃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民族资产

阶级的政权，而是封建地主武装的军阀与官僚贵族的统治。/在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转换

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反抗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种场合的共同对敌的民族斗

争中，阶级矛盾被遮掩起来，他们成为工人、农民的同盟。/但是，在帝国主义资本的影响下形成

的由中国式的富豪转换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即农业经济）的地位中，没有与对农民

生产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对立，而是与被榨取的农民阶级相对立。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

又存在着：（1）为获求彻底的土地革命而斗争的农民大众；（2）在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阀统

治的政治斗争中为获求自身解放不存在丝毫妥协可能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

降，与封建地主妥协，对于昨天的同盟，今天以不共戴天之仇的面目出现。……国民党以及国民政

府就是丧失了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买办、军阀、官僚的结合，也就是帝国主义

列强的总代办。”中国革命的特性和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就由以上诸情况决定，此书对这类事情，以

及在这些事件中活跃登场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工人、农民、半殖民地的幼稚

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客观的记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军阀战争、反复无常的兵变、学生运动、

抵制外货、共产党、农村斗争、土匪……，一般人见到的只是不间断的‘混乱’。但只要对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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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客观条件进行准确的解剖，就不存在任何‘混乱’，那些看起来混乱的东西，都运行在一条必

然性的轨道上。本书的目的，第一，就是对那些只看到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混乱’的人们，提供这

条轨道的必然性说明；其次，就是对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考察中国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料。本

书的表现形式就取自于考茨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 

 

应该公平的指出：铃江的此书已经高于考茨基。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众多研究中，基于马克思主义

史观对既有历史事实的再透视已经决定了考茨基的“阶级局限性”，考茨基（以及梅林等马克思主

义学者）的研究并不比梯也尔、米涅、基佐（Guizot，1787-1874）等资产阶级学者提供多少新的

视野。但铃江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以及他最早的《孙文传》，远远超过《西行漫记》（斯诺）、《伟

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新闻性报道，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之经典读物。正如校订者阪谷芳直所

解说的那样：“大正时代中期（1919 年 3 月），作为 25 岁的失意青年漫无目的飘然渡华的铃江，被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所触发而激起强烈共鸣，以自己的生命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培训成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懈怠对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研究考察，以自身的实践体验和活生生的资料

为基础，为世人捧送比三十年代前后无论在日本、中国或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高水平

且具正确透见力的劳作。” 

 

在第一章“军阀与官僚”中，铃江通过军阀战争的分析，揭示出军阀的本质，“总之，军阀的地位

与活动是以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本质政策为前提的，其结果必然是阻碍中国的近代国家的统一运

动，维持封建支配关系来不断对工人、农民的生活进行抢夺压榨。……军阀之间不断展现的各种纷

战的永久混乱状态，无非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除无产阶级革命之外别无解决途径。所以，

在过去的国民革命中，不具备彻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必然以打到军阀开始，以与军阀

握手妥协告终。”这样的结论，完全属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容：“南京政府没有触动土地所有问题，

以后也没有这种打算。因此，在军阀战争中（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等都是军阀），必然地，

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

相互交错、结合，最终只能靠工农专政的胜利才能获得彻底解决。”如果说，仅靠地主阶级的武装

代表（军阀）并不能实现对中国的有效统治的话，官僚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前世纪的英雄（即

官僚贵族的栋梁）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帝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们（主要是日、英、美）的入侵下被武

力分割为不同的地盘，他们与军阀勾结在势力范围内布下地主阶级的专政，而最有力的军阀与官僚

就构成了“中央政府”，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尾一贯的特性，在对方的军阀地盘上就没有任何

指挥权。这样的状况，正是不惜一切手段在中国谋求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而官僚，

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非就会耍三种手段：（1）争相出卖中国的主权（经济方面）；

（2）争相发行公债；（3）加紧对民众的直接掠夺。其结果，当然是扩大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

支配权。从 1911 年到 1927 年的十六年间，“中国元首”换了九回，内阁更迭高达四十六回。国民

党借助工农支持，在“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军阀混战”的口号下，达到北伐的成功和统一的形成，

却也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辙，走军阀、官僚的老路（其转折是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维护帝国主义列强利

益，镇压中国纠察队），都表明了铃江对于中国革命前程的坚定信念：“解答只有一个：只能靠由无

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进行的国民革命才能达成。” 

 

第二章“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农民”是此书的重点。面对中国的农村现状，铃江认为只有中国共

产党的决议、报告最为正确、科学（可惜他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了民

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获得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农民的支持，在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所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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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任何解决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开始解散农会，靠地主、土豪、劣绅来维持在农村的利益了（政

府官僚们本身就是大土地占有者，特别是南京附近的土地皆为官僚家族之私囊）。“总之，国民党只

不过是为了维持对农民的支配才讲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等等，事实证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讲土

地问题的资格。国民党对农民的许诺越多，农民就越离弃国民党而去。”但农民已经开始了政治的

觉醒，而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又最能抓住农民的人心，农民斗争的必然结局就是选择苏维埃，由此，

中国革命大致方向就很明确了。当然，铃江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但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度

过，并没有深入地体验农民生活方式中不可变动的惰性，一方面赋予农民运动过高的政治自觉意义，

另一方面又没有预想到农民生活的巨大惯性隐约地影响着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历届统治

阶级的决策。铃江正确的指明了丧失农民支持的国民党政策的失败，十五年以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

内战中，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国军”败于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打老蒋”的民工小车队。

获得农民的支持是主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依中国的现状，没有政权腐败、先靠政策宣传的共产

党比较容易的抓住这一点，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领导权的确立同时表明了中共的成熟。中共的教科书

比铃江更详细的记述了共产党人在“政权就是一切”、“政权出于枪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的英

武业绩，但共产党在获得政权后不得不依从一种必然的迫力，把背弃农民、压榨农民作为维护政治

统治的国策，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农民的解放程度。 

 

当我们明了农民的状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无能了。铃江在第三章“资产阶级、帝国

主义”的结论中引用共产国际 1927 年 7 月中央第十次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国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根本任务，都与解放农民、横扫封建残余密切相关，这个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

却无法由资产阶级来解决。”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特征都可以归结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世界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发达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和经济的实力阻碍中国资产阶

级在本国（特别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彻底完成所谓的国

民革命，自动地与其反对的封建残余结合，向帝国主义投降这个事实，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达，

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进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赋予了重大的条件与特殊性。”对比“后发资

本主义”德国和日本的历史，都发觉国家强权对产业的辅助政策之不可缺性，反过来说，民族资产

阶级从本质上是爱国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推行保护民族利益的产业政策。中国出现的共产

主义的政治强权，曾经给一些人带来过幻想，中共制定的国旗中也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各五分之一的地位，不过，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命运比在外国资本主义（特别在今天，如

香港）的压榨下还悲惨，这似乎表明统治阶层更注重政治的安定而不能容视可以异议其统治的资产

阶级的成长。今天，北京和台北的两个中国人政府都在竞相加入 GATT，也表明作为一种政治强权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必须扮演的功能。共产主义作为唯一可以在中国大陆达到统一的强权，其胜利是

合理的必然，今天，这个合理的历史必然性，又要求中共搬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牌子来维持

其对中国的统治。 

 

在第四章“知识分子”中，铃江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萎缩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分

为五个时期来说明：（1）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为止的时代；（2）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

国民党改组为止的时代；（3）五卅运动（工人阶级独立展开斗争）时代；（4）南京（蒋介石）、武

汉（汪精卫）政府对峙时代；（5）现在。“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自觉活动在第（3）时代才开始由年

轻人组织起来并实际参与，其整体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急进倾向，在第（4）时代中只有年轻的

知识分子的活动还代表着抗拒资产阶级的反动化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立场。”不过，以 1927 年夏天

为转机，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时，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失去了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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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华（少数人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间了）。一般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到

政府权力机构当中。从科举以来官场成为他们唯一的进阶之途，直到今天，那些爬得最快的“教授”、

“学者”，基本上都不是由于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尤其丧失人格、依附政治强权的权谋达成的，所以

不可能指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革命功用。中国的知识分子连为他们争取自身地位（人权）的资格

都没有。铃江所指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生运动，但中国的学生本身连养活

自己的临时性工作都不干，完全没有一丝经济上的独立性，学生运动只是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爆

发前的预警，而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作为政府机能都是很脆弱的，

很难维持其统治的正统性。 

 

铃江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期待，第五章“工人”中：“既然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殖民地的

榨取，半殖民地中国的解放运动就对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由此而言，中国工人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构成了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前线阵

营。”当然，绝不软弱的中国工人阶级（绝对数值而言有 270 万产业工人，1200 万手工业工人）在

其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就被国民政府背弃了。罗章龙 1928 年在太平洋工人会议机关报上发表文

章论到：“所有罢工都被‘维持革命军的后方秩序’的军事上的必要为借口所禁止，北京陷落时工

人阶级准备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罢工依然被禁止，只是口号变成为‘工人阶级必须为中国的安宁牺

牲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今天的服从，给予工人们种种将来的约束，蒋介石宣称：‘今天你们服从

政府的政策，将来会使你们都乘上自己的小汽车’。”如果不温顺，就有“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等“法

令”将之格杀勿论（请对比今日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可能对改良抱任

何幻想，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最彻底，与农民有天然同盟，自登

上政治舞台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到这里，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动力都很清晰地展现在读

者的面前。 

 

铃江此书的研究完成，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史的分析的极点，而其先见

之明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我们不该因为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

陆就否定中国国民党在创建共和、统一国家、组织抗战方面的功绩，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中共今日

在天安门的屠杀就否定其早期的奋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确认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的探索，其更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精神符合中国在现代史所必需面临的选择。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

胜利，我们既没有必要欢欣鼓舞，也不必担惊受怕，在这种合理的现实中透视出新的合理性去创造

中国的新实现。这个新的合理性中国人过了四十年才逐渐觉醒过来，我们反而可以证实铃江在六十

过年前的透见，以及他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效用。铃江也预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资源的不均平）和日本帝国的灭亡，

成为真正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少数几位日本学者之一，这对深受国家主义教育毒害甚至成为国家

暴力帮凶的至今的日本学术界仍有强烈的教育对比，本可以借此提高日本学术界（社会科学）的整

体水平。 

 

今天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全面的了解，特别认识到其阶级论在说明社会所有现象方面的局

限，也更容易理解铃江此书中的难以逾越的困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人，铃江自然很敏感地

关注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自身也交际于国共的领袖之间，自称在武汉时代国民党左派政

权里得到“国宾”的待遇（他本人倒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打算，虽然在抗战中还秘密为胡汉民、津田

会谈担任翻译），从实践的感知面上也强烈地受着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容易忽视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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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期沉淀下来的除政治斗争之外的社会因素。例如铃江分析二十年代中国官僚的表现入木三分，

但也过分夸大了中国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下崇洋媚外的方面，对于中国官僚在维系动荡中国中的政

权基础所从事的事务性的机能就无法考察得全面细致。关于这一点，例如铃江的好友伊藤武维等人

利用“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农村等进行的民族学考证，以及稍后的美国费正清等

人对中国历史制度的再分析等等，都更显科学系统。从整体上看，铃江在此书中表明：在帝国主义

阶段成为列强最后、最大一次殖民争夺地盘的中国，只能靠阶级斗争、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

决中国革命的最紧要的民族危机（但不是所有问题），那么，最彻底执行阶级斗争政策的中国共产

党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者，这就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最充足的说明，从方法论上也

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辩证扬弃。 

 

在民族危机的开头，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导权（这在抗战中充

分表现出来），那么，在中共建国以后，民族主义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问题时，中共仍然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表明中共已经失掉了掌握、解决中国命运的领导权，这就是中共所乐于提

示的“历史的辩证法”。 

 

1992 年 12 月 30-31 日写于静冈县三岛市，发表于《民主中国》1993 年 6 月号 

 


